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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与反题：信访制度化及制度反思 

——以信访立法（1980-2010）为分析线索
 

 

林  峰    王书成 

 

        内容摘要：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需求。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

度化的法治进程。这种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而并没有在根本上达

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信访的现实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适得其反。当然，

基于中国自身的制度现实，信访的存在具有现实正当性。信访的制度预期与社会现实的反差，要

求信访制度必须重新定位，并且要完成目前制度现实中的诸多应然命题，否则仍将无济于事。 

        关  键  词：信访；制度；立法；救济；悖论 

 

        作为中国社会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信访目前仍然处于正题与反题之间的相互辩

驳之中，其中有论者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也有论者高歌信访制度的优越性及基于中国制度的

特殊性。1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定有其存在的制度理由。但是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制

度转型时期，尚未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制度。2因此，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分

析信访的制度价值一方面应着眼当下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制度的未来走向。新中国的发展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直是制度发展的重要目标，虽然现实中仍然存

在着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逐步制定并完善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社会现实的变化以及不同时

期的不同社会需求，同时也可以反映出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从信访制度的立法发展来看，迄今

尚没有一部关于信访的法律，但是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层面已经存在诸多相关规范。通过

对信访在行政法规层面的立法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信访制度的变迁以及

                                                           
 注：本文为研究初稿，内容将刊发于《复旦政治学评论》（2012 年 3 月），引用请以刊发的纸质文稿为

准。 
1
 参见于建嵘：《对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 年第 5 期。 

2 目前，中国还处于不断发展并完善民主与法治的过程之中。具体可参见《两会观察：三项突破凸显中国民主法治建设

稳步前行》，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25/c_121123916.htm， 2011/8/5 访问。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25/c_1211239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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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特点。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中国在特殊的转型时期，其信访制度应该如何对接现实并

且符合制度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的制度转型以及民主、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信访立法与信访制度化：从 1980 到 2010 

        从 1980 年至 2010 年，新中国先后共制定了三部关于信访的行政法规，分别为国务院于 1980

年制定的《关于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的几项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95 年制定的《信访条

例》、2005年制定的《信访条例》，同时还有上百件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 

    从规范内容来看，从《规定》的 6条规定，到 95 年《信访条例》的 44 条规定，再到 05 年《信

访条例》的 51 条规定，信访制度的内容在不断更新扩充。通过比较分析三次行政立法的内容，并

结合其他相关规范，可以发现信访制度在三十年路程中的“变”与“不变”。其中一直贯穿于信访发

展始终的“不变”主要表现在：首先，信访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民来信、来访的政治参与及监督

权，体现了对人民宪法权利的保护。因为根据 1982 年《宪法》第 2 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 27 条规定，一切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

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 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

击报复。因此，对于人民的来信、来访无疑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监督权。3其次，信访都体现为

一种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秩序之下，信访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传达民意的

方式。4三部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都体现了如何使得人民的来信、来访能够畅通，从而体察民意，

并对之进行相应的处理。 

        当然，从三部行政法规的内容来看，也明显可见信访制度的变化趋势。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信访立法数量呈现增加趋势，且范围逐渐扩大，种类不断细化。从 1980 年的 2 部

规范，到 2009 年 98 部各类规范，制定或修改总数不断增多。5信访立法主体在范围上也逐渐从国

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到全国各级政府、政府所属各个行政机关、检察院等部门，均对信访作出

                                                           
3
 根据学者的观点，来信来访可以说是监督权中的一种建议权。参见李元起主编：《中国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0 页。 
4
参见束锦：《信访是民意诉求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求实》2007 年第 5 期。 

5 具体法律规规等规范的统计，以北大法律信息网数据库为基础。 

http://tra.global.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27&CurRe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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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单独规定。同时基于信访的复杂性，相关规定在对象上也从一般性调整向特殊性调整转变，

如国务院制定单独的《农村税费改革信访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调整税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特殊信

访问题。其次，信访程序逐渐司法化。《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信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

要途径，并不涉及司法化的内容，但是根据 2005年《信访条例》，信访已经在处理主体6、处理

程序、信访范围7、管辖原则8、听证制度9等方面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基本形成了一套司法化的

操作程序。再次，信访逐渐扮演了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救济功能。虽然信访立法都以“保持政府

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等为目的10，但是具体立法的发展已经

使信访逐渐发展成一种具有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类似的救济功能，要求信访部门对于信访事

件必须进行相应的救济性处理，并对相关责任作出了相应规定。信访部门的工作目标已经向纠纷

解决转变，要“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11同时，还规定了三级信访复核终局制度，12来达到信访

救济功能的目的。同时，国务院在 2009 年更是颁布《国家信访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对作为纠纷解决主体的信访部门进行详细的机构设置，为信访救济提供制度上的基础。 

        虽然信访在规范形式上逐渐演变成一种纠纷解决的救济手段，但是这种救济在性质上截然区

分于普通的司法救济。 

                                                           
6 2005 年《信访条例》第 3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

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

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信访工作机构的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信访接待的时间和地

点、查询信访事项处理进展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 

7 2005 年《信访条例》第 14 条规定，信访人对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下列

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  

    （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三）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四）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  

    （五）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  

    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

向有关机关提出。  

8 2005 年《信访条例》第 4 条规定，信访工作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

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9 2005 年《信访条例》第 31 条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证。听证应当公开举行，通过质询、

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听证范围、主持人、参加人、程序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规定。  

10 1985 年《规定》第 1 条，1995 年《信访条例》第 1、3 条，2005 年《信访条例》1、3 条，均作出了相应的明确规定。 

11 2005 年《信访条例》第 5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

从源头上预防导致信访事项的矛盾和纠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

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通过联席会议、建立排查调处机制、建立信访督查工作制度等方式，及时化解矛盾

和纠纷。  

12 2005 年《信访条例》第 34 条规定，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

起３０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３０日内

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书面答复。第 35 条规定，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３０日内向复

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收到复核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３０日内提出复核意见。信访

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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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信访救济功能的完成主要通过行政监督手段在机关内部完成，而区别于司法救济主体

相对于纠纷主体的外部中立性。法院作为司法救济主体不涉及纠纷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保持一

种中立地位。而且由于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原则上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即使上

诉，上下级法院仍然可以在自身司法权限范围内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从信访立法的规定及运

行来看，上下级信访机关之间是一种行政机关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因此虽然信访在形式上

具有司法救济功能，但是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内部纠错”式的纠纷处理模式。 

        其次，信访主要依靠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行政绩效考核制度来完成救济功能，也截然区别

于司法救济。《信访条例》第 7 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

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

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

局于 2008 年联合颁发《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更是从行政纪律的角度对信访部

门及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要求信访部门必须妥善解决信访纠纷。同时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从而使得各地纷纷制定了相应规定，对考

核内容、考核方式、考核结果运用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将信访作为重要的绩效考核因素纳入行政

管理体系之中，如安徽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和省信访局发布的《关于信访工作绩效考核暂行办

法》、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信访工作绩效考评办法》，等等。区别于信访救济所具有的内

部行政性特点，司法救济是依靠司法的独立性、权威性、中立性、公正性等法治要素来解决纠纷。 

        因此，虽然信访立法从目的及内容上看，完全以保护信访者的权利为目标，如明确规定“不得

打击报复信访人”、“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公开相关的信息”、“可以查询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信

访机关对信访内容是否受理，必须给予书面回答”等等，且在形式和程序上逐渐司法化，但其内在

的救济逻辑截然区别于司法救济。 

        当然，国家立法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变化。从以上信访立法的扩张性变化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中国的信访问题并非“逐日好转”，反而是“每况愈下”，且呈日趋复杂之

势，否则何以需要在立法、制度、治理、考核、责任追究等诸多层面如此“大动干戈”。 

二、信访的制度悖论及“存废”之辩 

        虽然信访立法在内容上以保护信访者的权利为核心，而且严格规定了政府处理信访的责任，

并且在制度层面使得信访作为一种救济手段逐步规范化，但是信访在现实中却逐渐呈现出四大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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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上升化趋势、群体化趋势、组织化趋势和极端化趋势。13这无疑在效果上与立法目标及制度

初衷背道而驰，逐渐出现了独特的信访悖论。一方面，《信访条例》对三级信访终局制进行了明

确的规定，禁止越级上访，试图抑制上访；另一方面，越级上访本身又完全符合信访救济的制度

逻辑。一方面，《信访条例》通过对信访进行规范上的规定，为信访提供更加畅通的制度性渠道，

比如明确规定“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等等；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却盛行着一种“潜规则”：“上访”就等于“闹事”，上访有损地方形象，

给地方父母官抹黑，上访者就是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更为悖论的是，群众的上访

举报反而可能影响个人的政绩和仕途，因此各级政府便采取对上访动辄阻挠、压制甚至要动用司

法的力量予以“严打”。某些基层政府甚至提出了诸如“越级上访就是违法”之类的标语口号，乃至

以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捕和制裁上访群众。14
 

        基于此种规范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的反差，学者开出了不同的药方。特别是在 2005 年《信访

条例》出台之前，对于信访的存废更是争论不休，至今也无定论。 

        “强化论”学者认为应该在制度发展上强化信访制度。因为信访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不能

对之弱化。信访本质上体现了公民的请愿权利，而这一权利在公民政治权利中非常重要。信访机

构实际上并不是代表本部门而是在代表一级政府行使权力，但是现行信访部门和其他部门一样，

只是政府之下的一个普通机构，因此面对问题没有处理性和强制性手段，故而必须要强化信访在

政府序列中的地位，信访部门的领导应该是政府的主要领导才行15。有的学者指出，信访部门的

功能无非两个：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如果信访部门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便形同虚设，因

此应该强化信访并应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16对于信访作

为救济手段对司法救济可能带来的冲击，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方式尚处于不足状态，

因此仅仅依靠司法救济并不能完成保护权利这一法治课题。17通过强化信访制度则可弥补司法救

济不足的诸多弊病。 

        “废除论”者认为，《信访条例》并没有使信访产生应有的效果，无法有效解决纠纷，反而在

实践中出现了诸多侵犯人权的情形。与“强化论”者的逻辑相反，“废除论”者认为信访制度与人权

理念相违背，因为其在实践中基本不能够有效解决信访问题，而且也没有赋予信访部门解决访民

                                                           
13

 参见田成友：《信访的佳境是纳入法治化轨道》，《法制日报》2010 年 10 月 19 日。 

14 参见刘武俊：《上访何须“潜规则”》，《中华工商时报》2003 年 4 月 8 日。 

15 杜钢健教授持此论点。参见《信访改革引发争议》，《南方周末》2004 年 11 月 18 日。 
16

 康晓光教授持此论点。参见《信访改革引发争议》，《南方周末》2004 年 11 月 18 日。 
17
杜钢健教授持此论点。参见《信访改革引发争议》，《南方周末》2004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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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实际权力，实现权利救济的功能。18
2005 年施行的《信访条例》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原则。《信访条例》同时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在收到信访事项后，要在受

理之日起 60 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是否受理；情况复杂的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

过 30 日。对依法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信访事项的处理决定、复查意见和复核意见均要以书面形式答复信访人。但在实际中，对于诸多

地方进京上访的情形，在该原则之下便出现中央各受访部门将这些上访诉求退回地方解决的情形。

19这样在实际中便无法彻底落实《信访条例》保护人权的目的，反而在信访作为公务员绩效考评

要件的激励机制之下，出现了诸多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形，比如出现的北京“安元鼎”保安公

司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

手段向上访者施暴。20信访的理想与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方面按照《信访条例》政府机构均

设有信访接待室，另一方面却又对上访者进行“截访”。一方面，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央信访

机构，每年接待和上访人群、信件不下百万，国家信访局承认 80％是有理的，但问题得到解决的

还不到 1％，还因此而遭受迫害。2004 年社科院信访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上访者中有 55.4％因

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53.6％的人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势力打击报复。21这些当然都可以成为

“废除论”者的立论基础。 

       “折衷论”者则认为信访应该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救济，因为信访救济对于偏于程序正义疏于

实体正义的法律救济来说是一种 ADR（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式的互补手段，对于畏惧诉讼之程

序繁复、成本高昂的行政相对人来说是一种可以“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的便利通道，对

于某些在当地投告无门、胜诉无望、执行无路的疑难案件来说是一个可能的出路，对于困于司法

不公和司法腐败的社会是一个必要的安全阀和矫正机制。虽然信访救济在追求实体正义时罔顾法

                                                           
18胡星斗教授持此论点。据胡星斗的长期观察和任华律师近一年的实地调查：在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信访接待口，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信访接待窗口，上访人员经常遭遇接待人员粗暴训斥、辱骂

甚至殴打，特别是在有的接待口，每天从凌晨 3 点就排成长长的队伍，上访人员不但忍受着饥寒，还时常遭到地方政

府“劫访”人员的盘问和暴力袭击，有的还遭到警察和保安的殴打。在交表窗口，堂而皇之地坐着地方劫访者，他们对

着上访人狞笑着、吼叫着，使人心惊胆战和灵魂的灼痛。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用重金买通窗口接待人员，使上访人

员领不到表，交不上表，接待不了。即使接待了，接待者却是省市驻京人员。在有的接待口，接待人员全部是地方驻京

人员；在接待大厅，每天人头挤挤，大家都在等待叫名“接待”，可是有的上访者等了两个月也没有叫到名字。即使叫

到名字，案件几乎全部往下推。上访人员只要与对方论理或者多说几句，警察马上过来将其拖出门外，稍有抵抗，便会

被拳打脚踢（我们认为，中国的警察绝大多数是好的，作恶的是坏的信访制度）。愤怒而绝望的上访公民，有的在接待

口割腕自杀、服毒自尽、撞墙毙命，更多的人走上街头，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参见《就废除信访制度致全国人大、

国务院的建议书》，http://www.huxingdou.com.cn/feichuxinfang.htm， 2010 年 11 月 26 日访问。 
19

 废除论者多数从信访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立论。参见《废除误导民众的信访制度》，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498， 2010 年 11 月 26 日访问。  

20 《“黑监狱”阉割着信访的权利救济》，《华西都市报》2010 年 9 月 25 日，第 8 版。 
21
参见《废除误导民众的信访制度》，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498，2010 年 11 月 26 日访

问。 

http://www.huxingdou.com.cn/feichuxinfang.htm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49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498，2010年11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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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要害所在——程序正义，摆脱了法律的规范，却又不能克服诉讼的拖延之弊；强化了长官意

志，扬人治抑法治，甚至可能造成干预司法的恶果；在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部分救济的同时，

也会压制或侵害上访人的权利，但是对此完全可以通过在信访救济未来的制度创新中，通过发挥

信访救济的独特优势，集中矫正其不讲程序、缺乏规范、充满恣意的根本弊端，将信访救济规范

和改造为行政诉讼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的过滤机制、补充机制和疑难处理机制。22
 

        可以说，不管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制度的角度，“强化论”、“废除论”与“折衷论”都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未能脱离信访制度的现实悖论。 

三、信访“救济”功能的制度悖论 

        从新中国信访功能的历史变迁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 1951年至 1979 年的大众动

员型信访。这时期的信访受政治运动影响，主要以揭发问题和要求落实政策为主。二是 1979 年至

1982 年的拨乱反正型信访。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信访规模

史无前例，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从 1982 年至今，为安定团结型信

访。23这一过程展现了信访制度逐渐从最主要的政治、政策功能转变为解决纠纷的救济功能。从

1995 年《信访条例》到 2005 年《信访条例》的内容变化，也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信访的这种功能

转化。从上述“强化论”和“折衷论”的论点来看，论点的预设都在很大程度上立基于目前司法救济

功能的制度缺位，或者法院不能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或者无法在目前的制度境况下达到司法独

立进而满足司法救济功能的要求，等等。在法院仍受制于行政的制度背景下，信访当然在逻辑上

暗合了这种制度现实，可以体现优越于司法救济的诸多优点，比如信访一般可以节省经济成本；

在救济效力上略胜于诉讼救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实体正义；形式相对灵活，如可以充分运用调

解；等等。24这种以制度现实为基础的救济逻辑无疑体现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在目的上并不与

人权保护相违背。但是这种以追求实质正义并以制度现实为基础的信访制度，并没有取得应有的

社会效果，反而是适得其反。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 2003 年指出：“自 1993 年全国群众来信来

访总量出现回升以来，已经持续上升了 10 年。......其他地区群众来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上升趋势

也很明显。”而且“据调查分析，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 80%以上是可

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25这在

                                                           
22

 以应星教授为代表。参见应星：《信访救济：一种特殊的行政救济》，《法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 
23

 参见应星：《信访救济：一种特殊的行政救济》，《法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 
24

 参见李俊：《我国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 

25 《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调查显示 80%上访有道理》，《半月谈》2003 年 11 月 20 日。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311200686.htm， 2010 年 11 月 28 日访问。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3112006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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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来应该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解决的问题，却在现实中卷入了信访制度之中而

未能最终得以有效地解决。 

        从制度现实的角度考虑，中国的司法救济确实存在着诸多制度缺位，而且司法独立也存在着

诸多困境。首先，虽然一直在制度上强调法院的独立，但是法官的独立仍然很难在制度上得到保

证；26其次，在实质的权力关系上，所有国家机关必须接受执政党的领导。虽然党的领导方式受

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法院并不享有政治结构上即国家权力关系上的独立；再次，司法独立的有限

性还表现在法院的财政经费受制于政府、法官的待遇不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中

立等要素。在这样的制度现实下，便会存在诸多“以权代法”、“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违

背司法公正的情形。27这种有限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救济的制度性缺位当然可以从现实制度“补位”的

角度为信访寻求一种现实正当性，进而成为“强化论”与“折衷论”将信访发展成为一种在权利救济

上具有“补充机制”、“替代机制”的立论基础。 

        但是问题在于，信访机制构建所根基的“司法救济的制度缺位”这一制度现实本身并不具有应

然层面的正当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制度发展的纬度。从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来看，

司法独立以及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可以说，目前实践发展中信访

制度的“司法救济功能”定位本身就不具有制度正当性，而遵循了一种非法治逻辑。 

         如果把信访作为具有救济功能的纠纷解决途径，这无疑是遵循一种在国家机关内部处理纠纷

的逻辑，这样将在根本上违背纠纷的裁判者必须处于中立地位的基本法则。因为从纠纷处理的角

度来说，裁决者必须处于中立地位，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形象，这样才能在制度层面根本性

地解决纠纷。但是信访纠纷的裁决主体是被信访主体的上级政府机关，主体间具有一种“无形”的

亲缘关系，因为都处于机关系统内部，因此在制度形式上并不具有完全中立的地位。这样，即使

作为纠纷解决主体的信访机关处理了纠纷，那么纠纷争议主体基于信访处理主体与被信访主体之

间的隶属关系，完全可以在学理上继续对信访处理结果不予信任，进而再次信访。特别是在中国

的制度逻辑下，“上下级党政政府之间等级森严，各级政府都是下管一级，形成一个层层向下约束、

层层向上负责的嵌套机制。”
28由此，信访、再信访，一直进行下去，那么最终便自然上访到权力

系统中的最高级，即中央政府层面。从进京上访的数量激增，而地方信访数量却反而下降的事实

明显可以印证这种非法治的救济逻辑所带来的后果。“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 年国家信访局受

                                                           
26 河南的李慧娟案件表明了目前法官独立仍然存在制度难题。See Jim Yardley, A Judge Tests China's Courts, Making 
Histor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5. 

27 参见龙宗智、李常青：《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法学》1998 年第 12 期。 
28

 参见赵晓力：《信访的制度逻辑》，《二十一世纪》2005 年 6 月号，总第 8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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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群众信访量上升 14％，省级只上升 0.1％，地级上升 0.3％，而县级反而下降了 2.4％。另外，

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 46％，省、地、县直属部门增幅较少，有的还是负增长。”
29

这种“越级上访”、“进京上访”，从权力诉求主体来说，并不与信访制度的学理相违背，反而具有

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而且实践中“进京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信上不信下”等现象日

趋严重也与之相契合。30但是，这些与信访制度逻辑相一致的乱象，并不是信访制度的初衷，由

此便存在制度上的另一个悖论：一方面，试图通过强化信访制度来使得纠纷得以解决，救济途径

更加畅通，另一方面，纠纷却更难解决，而且救济制度更加混乱。正规的司法救济也在很大程度

上被逐渐削弱，丧失了应有的纠纷解决功能。学者通过调查显示，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

有 2‰。有 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而且在接受

问卷调查的 632 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 401 位在上访之前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其中法

院不予立案的占到 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判决败诉的占 54.9％。31
 

        而且由于信访缺乏纠纷解决的“中立”要素，即使中央政府对信访事项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同样无法在法理上根本解决纠纷。那么，长此以往，便自然会出现上述提及的“黑监狱”、“大截访”

等北京现象，进而来强制消除这些“滥访”现象。依照这种信访救济的制度逻辑，长此以往，在根

本上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反而会带来颠覆性的政治后果。因此，即使《信访条例》对三级信访

终局制度进行了规定，在纠纷解决效果上仍然无济于事，反而出现越来越多的“越级上访”、“进京

上访”等现象，因为这些现象本身符合信访的救济逻辑。可见，让信访发挥一种救济功能，毋宁是

一种违背了法治救济逻辑的错误定位。 

        信访所转向的司法救济逻辑由此也带来了诸多制度上的弊病，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于信访扮演了一种救济角色，便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司法救济的制度功能。国家信

访局的调研也表明，大量应当通过诉讼、仲裁、复议等途径处理的争议、纠纷，纷纷涌入信访渠

道。32第二，信访的救济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司法救济资源，增加了纠纷解决的制度成本。

本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的纠纷，在信访救济的制度逻辑下，自然会出现司法救济之后的

“涉法信访”、“涉诉信访”等现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司法救济资源，提高了纠纷解决的社

会成本。顺着这种救济逻辑不断进行下去，便自然会出现在司法救济之外使用“维稳信访基金”来

                                                           
29

 参见《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南方周末》2004 年 11 月 10 日。 
30

 现实中发生的“越级上访”、“进京上访”、“重复上访”等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参见《进京越级访和重复访问题仍

突出》，《法制日报》2010 年 11 月 18 日。 
31
参见《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南方周末》2004 年 11 月 10 日。 

32 《社科院报告称上访文化已形成 地方截访现象严重》，《南方周末》2007 年 04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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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信访问题的现象。如“兴文县自 2008 年起率先建立信访维稳基金，每年 100 万元列入财政预

算，就是用于化解大调解中家庭经济困难，‘于法无据，于情有理’的成年积案。”且至 2010 年 4 月

15 日，“兴文县已使用信访维稳基金 100 余万元，化解矛盾纠纷 20 余件。”
33第三，信访的救济逻

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定位发生了错位，因为信访救济使得本来属于地方解决的

纠纷事务，涌向了中央层面。那么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完全解决所有的“进京上访”，因此只能通过

行政手段要求各地政府控制“进京上访”，从而便自然会出现全国各地“大截访”现象，即通过强制

手段截住上访的群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地方派人到各级信访接待场所拦截正常上访

群众的“截访”现象十分严重。由于各级信访部门对信访数量有统计和通报制度，对地方官员造成

了巨大压力，进而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截访”的恶性发展。 

        因此，从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司法救济制度缺位这一制度现实为基础并不能为信访救济

提供应然层面的制度正当性。将纠纷解决作为信访制度的主要功能定位，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制度

下纠纷解决的本质要求，也不具有法治正当性。虽然不排除纠纷主体进行内部纠错的机制可能性，

但在逻辑上截然区别于司法救济。目前信访救济功能的凸现在很大程度上趋于司法化，这种错位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侵涉了现代社会必备的司法公正、司法中立、司法权威等法治要素。 

四、政治参与与信访的功能回归 

        信访虽然在本质上不具有救济功能，但是也并非如“废弃论”所言要彻底废弃信访制度。从

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信访制度具有独特的政治参与功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与维巴（Sidney Verba）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对于一项不正确的地方法规，

人们的反应是：在美国有 20%、英国有 45%、西德有 15%的被调查者会独自直接与政治领导人

（选举出的官员）或新闻单位接触，给当地的政治领袖写信或去上访他。德国另有 31%的人会直

接去找行政官员（非选举出的）。更多的人愿意采取“集体上访”策略，美国 56%、英国 34%、

西德 13%的回答者愿意争取某个非正式群体的帮助来影响一项非正义的地方法规——如鼓动他们

的邻居、朋友或熟人写抗议信或签署请愿书。而与律师磋商，愿意通过法院上诉解决问题的，美

国只有 2%、英国只有 1%、西德也只有 3%。对于非正义地方法规，美国 76%、英国 79%、西德

59%的人明显愿意选择“信访”方式进行抗议。当人们对某项国家层面的法案不满时，美国 57%、

英国 44%、西德 12%的回答者会独自直接与政治领导人（选举出的官员）或新闻单位接触，写信

给有关的政治领袖或上访之。也有不少的人愿意选择“集体上访”方式——美国 29%、英国 18%、

                                                           
33其实，目前全国各地已普遍建立了信访维稳基金制度。参见李程煜：《兴文建立信访维稳基金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宜宾晚报》201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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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 7%的回答者会鼓动朋友、邻居等写抗议信或签署请愿书。由此可见，针对国家层面的非正

义问题，美国 86%、英国 62%、西德至少 19%的回答者会明显采取“信访”方式。34因此，从西方

的政治实践来看，信访并非毫无是处，其也具有存在的空间以及合理性。如在美国也存在诸多信

访事件，同时存在处理信访的相应机制，虽然其具体运作区别于中国。35同时，日本也存在与信

访相类同的制度，如行政相谈，即通过受理国民对于行政机关的苦情申诉、建议意见，以及时解

决国民的合理要求，提高行政效率，促进行政公正化、民主化和良性运行。行政苦情申诉与处理

制度原理与信访类同，即相对人因行政苦情（抱怨、牢骚、委屈、怨言等）而向有关专门的苦情

处理机关提出申诉并由其受理后在调查基础上向有关机关通报调查情况并提出处理建议的一种行

政内部救济制度。36
 

        由此可见，信访本身并不与法治相互冲突，反而是在逻辑上相互一致，因为信访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反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这种政治参与功能，也体现保护权利以

及制约政府的法治理念，在本质上与公民社会以及民主制度的内在逻辑相一致。在民主制度下，

公民当然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影响政府的决策，比如形成一定的团体、撤回选票或进行一定的报

复行为（reprisal）等等。有能力的公民对于一般政策的形成具有自身的角色扮演。如果官员不能

满足他们的需求，公民当然可以通过明确的或者潜在的方式来影响决策的过程。虽然这种影响不

是决策本身，但是体现了一种权利意识，而且由此可以使得政府能够更好地回应（responsive）。

这种方式在性质上是一种呼吁（appeal），而不是要求（demand）。37信访当然也属于这种可以影

响政府决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公民诉求式的呼吁。应对这种呼吁，可以说，要求现代法

治国家在制度上为信访须留有一定的空间。 

        而且，从宪法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说，这种体现为政治参与功能的信访机制，也是保护公民参

政权的一种表现。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公民享有一定的批评权、建议权，即有通过一定形式向

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批评权、建议权行使的途径是多样化的，如新闻报刊、来信来访、

座谈对话、评估讨论等。38
 

        但饶有趣味的是，中国的信访在法治化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种“零信访”现象，即要求各级政

府把没有信访作为行政目标，进而便自然会出现各地政府设立单独的维稳基金来遏制信访。而且

                                                           
34

 参见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6、220、231 页。 

35李正明：《美国白宮也有“信访办”》，《政府法制》2010 年第 27 期。 

36 参见章晓可：《中日信访法规比较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6 年第 12 期。 
37

 See Gabriel A. Almo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Sage Publication, 
Inc. 1989, pp168-171. 

38 参见李元起主编：《中国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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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的维稳成本在公共支出中的急剧上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很多地方的维稳行动，

明显地体现在对于上访者的拦截、劝返、阻止登记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信访数量的下降只是一

种信访登记量的下降，是地方政府迫于上级信访责任追究机制的压力而进行控制的效果，那它不

仅不等于社会矛盾的减少和法治的健全，更有可能掩盖了社会风险，且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

巨大浪费。39因此，这种对于“零信访”的追求本身在逻辑上就与法治相违背。“信访量下降”

的现象，并不就能说明矛盾冲突的减少以及社会和谐度的提升，反而可能是公民失去了对信访的

信心，或者是政府采取了强制性措施使得信访量表面性减少。这种现象的背后逻辑在很大程度上

是信访并没有很好地运转而使得公民放弃上访，这种放弃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可以凸现社会中的政

治危机，而可能带来更危险的政治后果。 

        信访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作为法治文明的检测标准。从信访自身具有的政治参与功

能可知，完全废弃信访制度也不具有学理上的正当性。信访所内涵的政治参与内容应该而且必须

被法治所包容，问题毋宁在于信访的制度定位以及与其它机制的相互协调。 

五、信访的制度定位及制度回位 

      从以上分析可知，现在民主制度下存在信访的制度空间，但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并非在于解决

个案纠纷，而主要在于政治参与功能。从中国信访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信访最初的发展形态恰

恰体现了一种政治参与功能，而不是一种救济功能，但是现实的发展却使得信访不断向救济功能

发展，进而出现了悖论。一方面，如果向后退，回归到单纯的政治参与功能，由于中国的救济渠

道不畅通而会使得公民的诸多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如果向前行，发挥一种特殊的

司法救济功能，又在本质上与法治的逻辑相悖。这种制度悖论的症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信访

本身，而毋宁在于其他制度环节的缺位，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不畅，导致人大监督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制度功能。各级人大

代表与选民联系本来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但是由于人大会期短暂而且人大代表兼职

化，使得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渠道并不畅通。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每次 15 天左右，且近年还有缩短之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每年举行 6 次，每次 4 天左右，

全年加在一起也不到 40 天；而省、市、县人大会议会期则更短。我国从一届到十届全国人大，会

期最长的为 26 天，最短的仅 5 天。40这样短暂的会期制度使得人大代表根本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

                                                           
39

 李琼：《具体地分析信访量下降原因》，《长江日报》2010 年 9 月 27 日。 

40 参见黄荣英：《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闽西社科》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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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监督等职能。再加上尚未完全实行专职代表制度，且“官员”代表居多，更难发挥代表应有

的职能。在我国现有的人大代表中，一些人大代表兼有代表和干部双重身份，不少地方“官员”在

代表中所占的比例在 40%至 50%左右，少数地方高达 60%以上。41而且目前也缺乏科学合理的人

大代表考核监督制度，进而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出现了制度上的缺位。如在 2006 年 8 月，某市

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省驻市代表和本级代表开展调研活动，驻该市某辖区的上述三级人大代表

有 88 人，结果只有不足一半人参加；2006年 9 月 6 日，是某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中联系代

表日，驻某区的该市人大代表 70 名，只有 30 名参加。42这种制度现实使得选民很难通过代议制度

来发挥对政府的监督职能，达到政治参与的目的，进而使得本来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转

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涌向了非制度化的信访渠道。 

        第二，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权威尚未完全确立，致使公民在面对纠纷时仍然对权力顶礼膜拜，

而不是法律。这也是由中国司法制度的内在特点所决定的。虽然中国各级司法机构，无人公开否

定法官应独立进行“审判活动”。但政治制度使法官独立判案很难得以有效保障，而往往在一定程

度上受制于合议庭，合议庭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法院领导，法院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地党

政一把手。43这样的制度现实也使得信访具有了现实合理性，因为司法公正并不能在根本上得到

保障。其它权力在制度上的干预可能，不仅会动摇司法权威，使得人们不再相信以法律为依归的

法院，而更相信以权力为依归的信访。现实中的“涉法信访”现象便是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权威缺

失的现实表现形态。 

        第三，司法救济渠道不够畅通，使得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从目前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的特点来看，首先，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而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44其次，

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仅局限于合法性审查，而不包括合理性审查；45再次，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局限于涉及人身权、 财产权的行政行为。46对涉及政治权利或其他权利的行政行为则排除于行

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 目前相对狭窄的行政诉讼范围，使得公民对于诸多行政纠纷根本不具有通

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的制度可能，因此如果存在信访的制度可能，必然会发生救济路径上的转移。 

                                                           
41 参见王石山：《地方人大代表结构优化与素质提高之我见》，《唯实》2003 年第 5 期。  

42刘卫东:《对某市代表履行代表职务积极性的调查与思考》，《人大研究》2007 年第 2 期。  
43
《息访的根本不是终审而是司法公信力》，http://www.eeo.com.cn/observer/shelun/2010/12/03/188005.shtml，

2010 年 12 月 8 日访问。 
44 
参见《行政诉讼法》第 2 条。 

45
 参见《行政诉讼法》第 5 条。 

46
 参见《行政诉讼法》第 11 条。 

http://www.eeo.com.cn/observer/shelun/2010/12/03/188005.shtml，2010年12月8
http://www.eeo.com.cn/observer/shelun/2010/12/03/188005.shtml，2010年12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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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法治政府建设尚在进程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信访的生存提供了现实土壤。以江西

省范围内的国土信访为例，其中三分之一的信访是由于基层政府部门不依法办事而产生的。通

过调查发现，信访群众反映乡镇政府（少数是市、县级政府）具体行政行为不当的占很大的

比例，由于基层工作人员法律意识较为薄弱，工作方法又不当，被征地农民在当地实施征地

行为时往往处于边缘化境地，缺乏知情权。农民不了解政策法规，基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又

没有就征地事宜与被征地农民进行充分沟通和开展必要的、充分的政策解释宣传活动，很容

易使农民向上级部门信访。47因此，政府不依法行政，不按法定程序履行职责，在很大程度上

将很难取信于民，从而容易引起纠纷。可以说，法治政府建设所要求的依法行政，也是使信

访能够逐渐回归应然状态的重要因素。  

        第五，目前诉前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内部行政复议机制尚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使得信访逐渐

成为了一种非法治式的替代解决机制。比如目前中国尚未建立有效的行政调解制度，48再如目前

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诸多功能及机制缺位，如很多行政复议机关没有专门的复议机构、缺少专

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目前的行政复议制度设计在根本上有违“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法官”的自然

公正原则等等。这些制度性缺陷使得信访案件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过了行政复议的数量，而

且其中相当比例的信访案件本来就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49
 

        因此，从制度层面来说，诊治信访的良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通过信访制度的自身建设来完成，

而毋宁要通过其他制度的应然回位方可使信访摆脱窘境。中国目前仍处于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

从制度发展的角度来说，信访的存在具有其客观的理由，虽然不具有应然的正当性。而如欲使信

访逐渐回归到应有的制度状态，发挥一种政治参与功能，则必须着力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

其它相应的制度，这样才能在制度环节使得目前涌向信访渠道的“爆炸”、“膨胀”等因素消解在合

理的制度架构之中。否则，一味地就信访制度自身进行“法治化”建设，忽视其它制度环节的配套，

最终仍不能彻底根治目前出现的信访悖论，结果只能进入一种死胡同。 

                                                           
47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做好国土信访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http://www.jxfazhi.gov.cn/2007-

12/2007124143630.htm， 2010 年 12 月 9 日访问。 
48

 有学者对中国行政调解制度的建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参见刘旺洪：《论行政调解的法制建构》，载《学海》

2011 年第 2 期。 
49

 具体分析参见金国坤：《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的突破口》，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6 期。 

http://www.jxfazhi.gov.cn/2007-12/2007124143630.htm
http://www.jxfazhi.gov.cn/2007-12/2007124143630.htm

